
“强社会”对抗“弱国家”
———利比亚伊斯兰社会主义国家建构的兴落及其影响*

韩志斌　 谢宇科
内容提要　 多元、破碎的部落社会与孱弱的新生民族国家，塑造了利比亚典型的

“强社会———弱国家”结构体系。“强社会”对抗“弱国家”成为影响利比亚伊斯兰社会
主义国家建构成败的主要因素。赛努西君主制政权未能给利比亚伊斯兰社会主义国家
建构留下有益的历史遗产。卡扎菲执政后的政治动员和社会整合未达到预期效果，转
而发动民众革命。卡扎菲主要使用分化、拉拢的手段治理利比亚部落社会，围绕去制度
化的民众国体制、威权统治、地租经济以及部落政治文化改造建构“强国家”，但最终以
失败而告终。利比亚伊斯兰社会主义国家建构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卡扎菲政权未能
破解“弱国家”治理“强社会”的困局，反而造成“强社会”对抗“弱国家”的态势。由于
“强社会”对抗“弱国家”的国家底色，利比亚距离实现长治久安且稳定的国家建构还有
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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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建构①是困扰利比亚政治发展的关键问题。无论是伊德里斯君主制民族主义的王朝统
治，还是卡扎菲伊斯兰社会主义②的国家治理，都未能完成利比亚现代国家建构的历史使命。自
２０１１年利比亚伊斯兰社会主义政权轰然倒台以来，利比亚分裂为东、西两个政权，中央权威缺失成
为国家重建的症结所在，反映了利比亚“强社会”对抗“弱国家”的历史惯性。③利比亚是大国博弈和
“联合国制造”的产物。④ 国家建构的先天不足和外源性特征，使得利比亚伊斯兰社会主义缺乏对
本土社会的适应基础，因而高度重视通过政治动员获取政治合法性。⑤利比亚伊斯兰社会主义失败
的根本原因之一在于：在国家建构过程中，“强社会”（部落社会）对抗“弱国家”（民族国家），卡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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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２０２３年度重大招标项目“中东史学通史（五卷本）”（２３ＶＬＳ０２７）的
阶段性成果。感谢《世界民族》编辑和外审专家提出的宝贵意见建议，作者文责自负。

“国家建构”指建立现代国家的过程，主要涉及“国家政治结构、制度、法律的建设，包括行政资源的整合和集中，使国家能够对
其主权范围内的领土实施统一的行政控制”，以及“国家树立政治权威、自上而下向整个社会渗透国家权力、建立现代政治体系”。广义
上的国家建构也包括建构共同的政治—文化共同体，特别是国家认同的建构。参见田文林：《民族主义视角中的国家建构过程———以后
殖民时代的阿拉伯国家为例》，载《世界民族》，２００９年第３期；王建娥：《族际政治：２０世纪的理论与实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１
年，第５９页。

“利比亚伊斯兰社会主义”指卡扎菲在利比亚执政时期推行的意识形态及其指导下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实践。参见韩志
斌等：《利比亚伊斯兰社会主义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１９页。

本文沿用米格代尔的定义，“弱国家”指国家社会关系中国家能力不足的国家。“强社会”则是相对的概念，指社会控制能力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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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政权未能平衡国家政治动员与政权社会基础之间的矛盾，失去了自我革新的能力。
国内外学界尚未从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的视角系统探讨利比亚伊斯兰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深

层根源。国外学界聚焦如下问题：一是利比亚的部落主义问题。丽萨·安德森认为，卡扎菲政权陷
入部落政治怪圈，在增强政治合法性时大量借助了部落组织与部落话语。①二是利比亚地租经济形
态及其影响研究。德克·范德瓦勒认为，石油发现使利比亚成为典型的食利国家，阻碍利比亚构建
现代国家必需的制度建设和监管能力。②三是利比亚威权统治研究。德克·范德瓦勒认为，利比亚
伊德里斯王朝和伊斯兰社会主义政权都陷入威权统治窠臼，没能在利比亚内部利益竞争的混乱中
建构一个现代国家。③四是利比亚外交与大国博弈。罗纳德·布鲁斯·圣约翰认为，美国的援助和
军事基地导致伊德里斯王朝失去政治合法性。④国内学界主要关注利比亚国家构建、部落政治模
式、伊斯兰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和现代化以及国家重建等问题。⑤

本文利用英、美档案梳理利比亚伊斯兰社会主义国家建构进程中“强社会”和“弱国家”的博弈
历程，阐释其国家建构失败的深层困境和现实影响。

一、“强社会”塑造“弱国家”：利比亚伊斯兰社会主义国家建构的基础
历史上，利比亚由的黎波里塔尼亚、昔兰尼加和费赞组成，各有其独特的社会发展轨迹。利比

亚多元、破碎的社会结构以及国家实现独立的特殊历程决定了利比里亚国家建构的基本特征。
（一）利比亚历史上形成多元、破碎的“强社会”，塑造其国家建构的底色
１８３５年，奥斯曼帝国第二次占领利比亚并建立摄政区，的黎波里塔尼亚地区是统治重心，昔兰

尼加和费赞则处于自治地位。在的黎波里塔尼亚地区，奥斯曼帝国推行坦齐马特改革，通过土地和
农业改革推动定居农业。⑥正如阿里·艾哈迈德指出：“到２０世纪初，（的黎波里塔尼亚）旧的朝贡
社会结构开始发生变化，这是奥斯曼帝国国家改革和欧洲资本主义直接渗透的结果。”⑦早在意大
利殖民者到来前，利比亚各省历史发展道路不同，相互差异极大，部落社会状况复杂多元。昔兰尼
加和费赞的经济结构以半游牧为主，昔兰尼加的赛努西教团凭借其信仰纽带为当地部落提供公共
服务，建立了半独立的酋邦国，庇护境内的跨撒哈拉贸易商队并从中获取丰厚收入。费赞位于的黎
波里塔尼亚深入非洲的关键通道，依赖跨撒哈拉贸易提供的“租金”。随着跨撒哈拉贸易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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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赞地区经济逐渐萧条。
独立后的利比亚仍处于碎片化的部落社会阶段，传统农业是国家经济支柱。国家主要出口产

品是战场遗留的废弃金属、初级农产品和手工制品，属于典型的贫困国家。①从人口构成看，独立前
利比亚人口大约为１１０万，城市居民仅占１ ／ ５左右，大部分人口是定居农村或半游牧的部落民。②城
市外的广大农村和内陆荒漠是部落高度自治的世界，城市则是由传统的官员、商人和大地主阶层把
持。国家所代表的中央权威与长期奉行自治传统的利比亚社会缺乏足够的联系，后者拥有自主的
治理机制和强大的基层组织。

（二）国家独立的特殊历程使利比亚成为典型的“弱国家”
第一，利比亚缺乏国家建构的历史遗产，历史上从未被整合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１９１１

年意大利入侵利比亚，只是形式上统一了的黎波里塔尼亚、昔兰尼加和费赞三个省份，并沿用旧
称将前两者整合为利比亚。利比亚人在阿拉伯民族主义和宗教民族主义的驱动下反抗西方殖
民者，产生了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思想意识。第二，二战后利比亚内部缺乏推动国家统一的核
心力量。１９４３年北非战役结束后，英、法占领利比亚三省。伊德里斯凭借赛努西运动的历史影
响力基本统一了昔兰尼加，的黎波里塔尼亚则陷入内部派系斗争。１９４９年６月１日，昔兰尼加
宣布拥戴伊德里斯为国王，建立埃米尔国。９月１８日，英国开始退出利比亚，的黎波里塔尼亚接
受昔兰尼加的君主制建国方案。利比亚独立在某种程度上“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政治遗产之间不
情愿的伙伴关系的产物”③。第三，利比亚独立进程深受域外大国博弈的影响。④ １９４９年１１月２１
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利比亚独立决议，英、美两国转向支持利比亚建立联邦制，最终建立了亲西
方的伊德里斯王朝。英、美通过伊德里斯王朝保护西方国家在利比亚的利益，特别是在利比亚
的军事基地。

（三）“强社会”压力下的仓促独立迫使伊德里斯王朝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搭建了“弱国家”的基
本架构

利比亚缺乏建立统一国家的历史经验，自上而下增强国家控制能力需要强有力的中央权威作
为保障。利比亚筹备独立时间有限（自１９４９年１１月底至１９５１年１２月２４日），不同省份发展差异
带来的冲突，争取独立摆脱大国托管的迫切性，以及联邦制和集权制两种建国方案之争限制了利比
亚国家的整合空间。⑤ 伊德里斯王朝在妥协中仿照西方国家建立了杂糅的制度体系。其主要内容
是松散的联邦制、多重司法体系的三权分立制和模糊的君主制。⑥仓促建立的制度舶来品支撑伊德
里斯王朝搭建国家基本框架，具有明显的模糊性和妥协性。联邦政府名义上承担了国家发展重任
却高度依赖地方政府配合，结果陷入有名无实的境地。利比亚君主制政权治下的地方政府对于联
邦政府采取不合作的态度，无论涉及的事务是否完全由联邦政府管辖。⑦

利比亚“弱国家”的中央权威受到王室和地方政府双重挤压。新生政权将现有的精英群体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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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Ａ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ｐｐｒａｉｓａｌ ｏｆ Ｌｉｂｙａ，ＳＴ ／ Ｔ ＡＡ ／ Ｋ ／ Ｌｉｂｙａ ／ １，Ｎｅｗ Ｙｏｒｋ，１９５２，

ｐ． ６．
Ｊａｃｑｕｅｓ Ｒｏｕｍａｎｉ，“Ｆｒｏｍ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ｔｏ Ｊａｍａｈｉｒｉｙａ：Ｌｉｂｙａ’ｓ Ｓｅａｒｃｈ ｆｏｒ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Ｓｐｒｉｎｇ，１９８３，

ｖｏｌ． ３７，ｎｏ． ２ （Ｓｐｒｉｎｇ，１９８３），ｐ． １６３．
韩志斌：《地缘政治、民族主义与利比亚国家构建》，载《历史研究》，２０１４年第４期。
韩志斌：《利比亚早期现代化的两条道路之争》，载《世界历史》，２００８年第２期。
Ｍａｊｉｄ Ｋｈａｄｄｕｒｉ，Ｍｏｄｅｒｎ Ｌｉｂｙａ：Ａ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Ｂａｌｔｉｍｏｒｅ：Ｊｏｈｎ Ｈｏｐｋｉｎｓ 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３，ｐｐ． １８５ － ２０５．
ＦＯ ５４０ ／ ３，Ｌｉｂｙａ：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Ｆｏｒ １９５２，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１９５３，Ａｄａｍ Ｍａｔｔｈｅｗ Ｄｉｇｉｔａｌ，ｐ． ２．



入从殖民时代继承下来的恩庇网络来维持统治，通过分配国家资源给社会精英换取后者的支持。①
伊德里斯王朝未能触及利比亚多元、破碎的部落社会结构，其统治依赖传统的社会精英支持，从而
形成了松散的政治结构和弱势的联邦政府。此外，国家与社会的相对隔离则使利比亚社会对新生
国家的态度冷漠，国家缺乏社会的普遍支持，难以获得政治合法性和政治认同。美国首任驻利比亚
公使维拉德（Ｈｅｎｒｙ Ｓｅｒｒａｎｏ Ｖｉｌｌａｒｄ）在利比亚独立后便怀疑利比亚民众能否理解新国家带来的变
化。②美国驻开罗大使卡弗里（Ｃａｆｆｅｒｙ）也观察道：“人们对新政府没有兴趣，大多数官员认为他们在
政府的工作只是兼职。议会在下午５点议员们下班后才开会。”③换言之，作为舶来品的现代民族
国家观念能否渗入利比亚社会肌理，高度依赖伊德里斯王朝的自觉建构，伊德里斯王朝却依赖传统
部落力量支持，无法革新自身，建立现代国家制度体系。④

总而言之，破碎、多元的部落社会与孱弱新生的民族国家共同塑造了利比亚“强社会”—“弱国
家”的结构体系。伊德里斯王朝统治基础薄弱，依赖传统的部落、城市精英支持，纵容后者肆意腐
败。伊德里斯王朝因此难以吸纳新兴阶层、推动国家改革，致使伊德里斯王朝的国家建构迟滞于经
济、社会发展，最终被卡扎菲领导的自由军官组织推翻，开启了利比亚伊斯兰社会主义国家建构的
新征程。

二、构建“强国家”“弱社会”：利比亚伊斯兰社会主义国家建构的多重路径
按照艾森斯塔德的观点，国家为扩大其能力进行的政治动员，在理论上可以被理解为社会各阶

层和群体接受新的社会行为模式并被纳入一个共同的制度与组织框架之中。⑤ 这个过程能否顺利
进行，受制于政权自身利益考量和政权的社会基础，政权既有可能为了维护自身利益阻碍国家建
构，也可能因自身“势单力薄”无法实现国家建构的雄心。⑥卡扎菲治下的利比亚便是如此。“强社
会”对抗“弱国家”，构成了影响伊斯兰社会主义国家建构成败的核心逻辑。

（一）动员民众革命
１９６９年９月１日，以卡扎菲为首的利比亚“自由军官组织”推翻伊德里斯王朝，这是利比亚伊

斯兰社会主义国家建构的逻辑起点。年轻的革命者们夺取政权后建立了革命指导委员会（以下简
称革指会），卡扎菲成为革命领袖和国家元首。⑦ １９６９年１２月１１日，革指会废除伊德里斯王朝宪
法，发布带有宪法性质的《临时宪法宣言》。⑧

卡扎菲试图通过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巩固政权，自上而下地推动国家建构。１９７１年６月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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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ＲＵＳ，１９５２ － １９５４，Ａｆ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 Ａｓｉａ，ｖｏｌ． １１，Ｐａｒｔ １，ｐｐ． １３０ － １３１．
利比亚伊德里斯王朝的政治权力主要由传统政治精英把持，后者主要由大型部落和城市家族组成。国王伊德里斯一般根据部

落出身、个人忠诚和地域平衡来选择大臣，并通过不时轮换以确保传统政治精英在政府中拥有充分主导权。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
ｎｏ． ３６． ５ － ６５ ｅｎｔｉｔｌｅｄ：“Ｌｉｂｙａ”，Ｕ． Ｓ． Ｄｅ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ｄ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Ｏｎｌｉｎｅ（ＵＳＤＤＯ），ＣＫ２３４９６６６０８０，Ｇａｌｅ Ｇｒｏｕｐ，２２ Ａｐｒｉｌ １９６５，ｐ． ２．

〔以〕Ｓ． Ｎ．艾森斯塔德著，张旅平等译：《现代化：抗拒与变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第２—１３页。
Ｓｔｅｉｎ Ｓｕｎｄｓｔøｌ Ｅｒｉｋｓｅｎ ａｎｄ Ｋｒｉｓｔｅｎ Ｎｏｒｄｈａｕｇ，“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ｋｉｎｇ ｏｆ Ｗｅａｋ ａｎｄ Ｓｔｒｏｎｇ Ｓｔａｔｅｓ”，Ｆｏｒｕｍ ｆｏ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ｖｏｌ． ３３，ｎｏ． ２，２００６，ｐｐ． ２４０ － ２４１．
卡扎菲认为推翻君主制政权是利比亚政治、经济、社会各领域革命的开始，而不是一场政变。韩志斌、李铁：《利比亚革命民族

主义与国家现代化》，载《世界民族》，２００９年第３期。
《临时宪法宣言》的主要内容包括：一是将利比亚革命的目标概括为自由、社会主义和统一；二是确立利比亚制度框架：利比亚

革命政权继承君主制时期政府架构，设立内阁并由革指会任命总理和其他部长，革指会掌握军队和国家实权。Ｒｏｎａｌｄ Ｂｒｕｃｅ Ｓｔ． Ｊｏｈｎ，
Ｌｉｂｙａ：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ｈａｎｇｅ，Ｌｏｎｄｏｎ：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１５，ｐｐ． ５２ － ５３．



日，卡扎菲仿照埃及建立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动员利比亚社会各阶层支持伊斯兰社会主义。１９７２
年５月３０日，革指会颁布第７１号法令规定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是利比亚唯一的合法政治组织，禁
止政党活动。然而，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由于缺乏干部储备，无法实现革指会的宏图，沦为革指会
和地方政府的附属机构。①卡扎菲取缔政党政治却无法进行有效的政治动员，其国家建构遭遇严重
挫折。究其原因，革指会自身缺乏社会基础，缺少治国理政经验，也未能获取足够的支持来发动自
上而下的政治、经济变革。

为打破僵局，卡扎菲发动“民众革命”，更广泛地动员利比亚民众的政治参与，但成效有限。一
方面，民众革命在实践中没有摆脱“新瓶装旧酒”的桎梏。卡扎菲民众革命的核心是建立“人民委
员会”，自下而上地实现民众与国家的直接联系。但是，大多数人民委员会代表并不是治国专家，
缺少管理政府和社会组织的专业知识，结果是要么将原有管理层纳入人民委员会，要么坚持己见导
致工作效率降低。②另一方面，民众革命影响难以直接渗入利比亚广大农村和部落的“强社会”地
区。鉴于旧政权与部落的紧密联系，卡扎菲一度重视对部落社会的整合。③但是，卡扎菲整合部落
社会未能取得预期效果。政府任命的地方行政人员很难获得农村和部落地区民众的信任和支持。
事实上，大部分部落谢赫虽然倾向于反对变革，但他们并不拒绝政府在农村和部落地区提供公共服
务。④利比亚部落社会与民众革命并非截然对立。由此观之，如何处理现实的国家建构与变化中的
传统部落社会的关系，是卡扎菲推动民众革命、深化政治动员的关键。

（二）构建以民众国体制和二元政治结构为核心的国家治理体系
自石油发现以来，利比亚部落社会发生剧变，但是传统的社会共同体很快适应了这种变化。首

先，部落的游牧属性弱化，政治作用增强。其主要原因是：部落逐渐抛弃落后的传统农业，⑤大规模
涌向城市，转型为“社区部落”，⑥部落的血缘纽带和认同归属没有被利比亚的城市化和不发达的工
业化消解。其次，利比亚发现石油后出现恶性通货膨胀，加上吸纳城市移民的治理能力不足，部落
自组织的社会网络和动员能力极具吸引力。⑦ 正如丽萨·安德森所说，（利比亚）传统组织比生疏
社会具有更多的优势。⑧最后，利比亚的石油分配制度高度腐败，工业化局限在碳氢领域，部落并未
分裂为单个家庭。在某种程度上，只要利比亚的石油收入分配仍主要基于裙带关系，维持部落纽带
就是有利可图的选择。１９７５年，革指会内部发生政变。⑨此后，卡扎菲任命其亲属和部落成员接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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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是：一方面打破“同心圆式”的部落结构，用新的行政区划分割传统部落边界；另一方面任命新的地方行政人员，搭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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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韩志斌：《部落政治与利比亚民族国家重构》，载《西亚非洲》，２０１３年第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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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ｏ． ２，Ａｐｒｉｌ １９８０，ｐ． ２４８，２５９ － ２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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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ｏｌｆｒａｍ Ｌａｃｈｅｒ，“Ｆａｍｉｌｉｅｓ，Ｔｒｉｂｅｓ ａｎｄ Ｃ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ｉｂｙａｎ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Ｐｏｌｉｃｙ，ｖｏｌ． １８，ｎｏ． ４，Ｗｉｎｔｅｒ ２０１１，ｐ． １４６．
谢宇科、韩志斌：《从君主制民族主义到伊斯兰社会主义———利比亚式现代化的流变与特征》，载《中国非洲学刊》，２０２３年第

４期。
〔美〕菲利普·库里、〔以〕约瑟夫·克丝缇娜主编，韩志斌等译：《中东部落与国家形成》，商务印书馆，２０２２年，第３３４页。
１９７５年８月１３日革指会两名成员，利比亚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秘书长巴希尔·哈瓦迪（Ｂｅｓｈｉｒ Ｈａｗｗａｄｉ）与计划部部长奥马

尔·穆海希（Ｕｍａｒ Ｍｕｈａｙｓｈｉ）带头发动政变，以失败告终。卡扎菲粉碎政变后清洗军队，并把革指会成员缩减至５人。１９７７年革指会被
人民大会所取代，但是革指会成员依旧把持国家的关键职位。Ｒｏｎａｌｄ Ｂｒｕｃｅ Ｓｔ． Ｊｏｈｎ，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 ｏｆ Ｌｉｂｙａ，Ｌａｎｈａｍ：Ｓｃａｒｅｃｒｏｗ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６，ｐ． １０６；〔美〕罗纳德·布鲁斯·圣约翰著，韩志斌译：《利比亚史》，东方出版中心，２０１５年，第１４２页。



情报和安全部门。卡扎菲政权为了巩固统治基础，继续推动民众革命，并开始重视传统的社会共同
体提供的助力。具体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一是利比亚伊斯兰社会主义国家建构的核心是直接民主的民众国体制。１９７６年９月，卡扎菲
出版《绿皮书》，系统阐释其拒绝政党政治和议会代表制的原因，认为直接民主制是民主的唯一解
决方案，并描绘了以直接民主建构民众国体制的蓝图。①卡扎菲建立了民众国的雏形机构，②并于
１９７７年３月２日发表《人民权威宣言》，明确了利比亚伊斯兰社会主义国家建构的基本框架③。民
众国体制以协商和选举机制取代国家法律制度体系，核心特征是去制度化。利比亚国家机构的权
利、义务、职责范围等核心属性仅由卡扎菲的个人意志与《绿皮书》大致确认，既没有最基本的宪法
也没有系统的成文法明确地厘清国家机构之间的关系，具有高度的模糊性和随意性。

卡扎菲建构去制度化的民众国体制，是试图分化和治理利比亚“强社会”的核心举措。一方
面，卡扎菲默认地方自治传统，创造民众国体制吸纳社会各阶层支持国家政权。民众国将国家的大
部分职能付诸直接民主制，又以卡扎菲为国家中央，建立了广泛但分化的国家机构：作为国家权力
机关的各级人民大会，作为行政机关的各级人民委员会，以及代表专业人士、知识分子的各专业工
会等。原则上，利比亚基层地区自治，不受中央权力的制约，并拥有自己的委员会体系；基层人民大
会的意见传递到国家一级，形成各部委决策的基础。④利比亚乡村、城市的人民大会与人民委员会
自行组成地方行政机构，通过调解和协商的方式实现自组织的治理。用卡扎菲的话说，“社会把自
己组织在基层人民大会之中”⑤。另一方面，去制度化的直接民主制强化了部落组织的社会治理能
力，不利于国家深化社会整合。在内陆地区，利比亚部落不借助政府实现社会治理，依靠血缘纽带
组织的传统生活方式未发生根本变革。⑥在城镇，部落社区直接影响基层人民大会的选举。部落仍
是利比亚极具生命力的基层组织，构成可供卡扎菲拉拢的重要社会力量。

二是卡扎菲个人威权统治成为利比亚伊斯兰社会主义国家建构的目标。以革命委员会为代表
的非正式权力机构对抗正式国家机构，充当卡扎菲加强政治动员的威权统治工具。卡扎菲建立革
命委员会的最初原因是为了解决“强社会”对抗“弱国家”问题：群众革命热情不足，传统部落社会
精英影响力依旧强大，以及许多基层人民大会的地区本位主义。⑦ １９７６年５月２５日，卡扎菲宣布要
建立特别委员会加强利比亚革命。⑧ １９７９年３月，卡扎菲建构了伊斯兰社会主义的二元政治结构，
即以人民大会和人民委员会构成的正式国家机构和以革命委员会为代表的非正式权力机构，卡扎
菲称之为“行政权威”与“革命权威”分离。⑨由于革命委员会的制度缺失及其权力来源与社会脱节，
革命委员会最终异化为卡扎菲个人威权统治的延伸，沦为卡扎菲制约正式国家机构、监督民众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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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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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比亚〕穆阿迈尔·卡扎菲著：《绿皮书》，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第３７ － ４１页。
即１９７５年９月建立基层人民大会，１９７６年１月成立总人民大会，同时解散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
“人民权威宣言”主要内容有：宣布建立民众国、“民众时代”到来，利比亚国名改名为“阿拉伯利比亚人民社会主义民众国”，古

兰经是民众国宪法，人民通过人民大会、人民委员会、专业工会行使权力等。
Ｄｉｒｋ Ｖａｎｄｅｗａｌｌｅ，Ｌｉｂｙａ Ｓｉｎｃｅ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Ｏｉｌ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ｅ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Ｎｅｗ Ｙｏｒｋ：Ｃｏｒｎｅｌ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８，ｐ． ９５．
〔利比亚〕穆阿迈尔·卡扎菲著：《绿皮书》，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第４９页。
Ｊｏｈｎ Ｄａｖｉｓ，Ｌｉｂｙ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Ｔｒｉｂｅ ａｎｄ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ｎ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Ｚｕｗａｙａ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Ｌｏｎｄｏｎ：Ｉ． Ｂ． Ｔａｕｒｉｓ ＆ Ｃｏ Ｌｔｄ，

１９８７，ｐｐ． ４１ － ４３．
Ｏｍａｒ Ｉ． Ｅｌ Ｆａｔｈａｌｙ ａｎｄ Ｍｏｎｔｅ Ｐａｌｍｅｒ，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Ｌｉｂｙａ，Ｍａｓｓａｃｈｕｓｅｔｔｓ：Ｌｅｘｉｎｇｔｏｎ Ｂｏｏｋｓ，１９８０，ｐｐ．

１９７ － １９８．
１９７７年１１月首个革命委员会成立，１９７８年革命委员会向全国扩散，１９７９年３月后革命委员会扩散至全国各阶层。Ｄｉｒｋ

Ｖａｎｄｅｗａｌｌｅ （ｅｄ．），Ｑａｄｈａｆｉ’ｓ Ｌｉｂｙａ，１９６９ － １９９４，Ｎｅｗ Ｙｏｒｋ：Ｓｔ． Ｍａｒｔｉｎ’ｓ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５，ｐ． ９２．
Ｒｏｎａｌｄ Ｂｒｕｃｅ Ｓｔ． Ｊｏｈｎ，Ｌｉｂｙａ：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ｈａｎｇｅ，Ｌｏｎｄｏｎ：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１５，ｐ． ４８；Ｒｕｔｈ Ｆｉｒｓｔ，Ｌｉｂｙａ：Ｔｈｅ Ｅｌｕｓｉｖｅ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Ｌｏｎｄｏｎ：Ｐｅｎｇｕｉｎ Ｂｏｏｋｓ，１９７４，ｐｐ． ６１ － ６２．



具。可以说，卡扎菲利用了利比亚社会多元、破碎的结构特点，试图借助正式的民众国体制分化、动
员社会各阶层，又依靠非正式权力机构拉拢特定群体，维护个人威权主义，尽管这种控制力难以深
入社会基层。

三是石油资源国有化和分配型地租经济形态奠定利比亚伊斯兰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也制约
了国家建构的深化。在１９７０—１９７４年期间，卡扎菲基本实现了利比亚石油资源的国有化，石油收
入大幅增长。①石油国有化是利比亚伊斯兰社会主义庞大支出的根本保证，卡扎菲试图通过地租收
入和大规模福利措施“收买”利比亚人民。１９７８年９月１日，卡扎菲宣布取缔私有经济实行全面国
有化。②全面国有化和直接民主制至少在原则上让利比亚人民参与国民经济的管理，有效地支撑起
民众国制度的物质基础。然而，政治导向性的国民经济发展战略使得利比亚经济呈现典型的分配
型特征，即善于再分配利润而不是促进再生产③。利比亚伊斯兰社会主义不通过建构税收体系向
社会汲取收入，客观上缺少建构强力国家制度体系的动力。

四是卡扎菲的国家认同建构依赖阿拉伯民族主义和部落政治文化，后者最终成为主流。一方
面，卡扎菲高举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思想旗帜。在国内，卡扎菲反复强调利比亚独特的文化特征，尤
其强调利比亚的民族尊严遭受西方国家的侮辱，以此来构建民族凝聚力。④在国际上，卡扎菲自诩
为推动阿拉伯国家统一的先锋，却徘徊于国家民族主义和阿拉伯民族主义之间，与多个阿拉伯国家
甚至周边国家交恶。⑤另一方面，卡扎菲从部落政治文化获取政治合法性。《绿皮书》是如此阐释卡
扎菲设想中的部落与民族关系：“对个人来说，家庭比国家更为重要”；“部落是繁衍和扩大后的家
庭，民族是繁衍和扩大后的部落”。⑥在卡扎菲眼中，部落是“一所社会学校和天然的社会保护伞”，
在团结互利方面胜于民族，并作为一个社会的物质整体存在下去。⑦换言之，卡扎菲认为尽管部落
主义不利于民族团结，但是部落社会的传统纽带值得信赖。卡扎菲在某种意义上把利比亚现代民
族国家视为一个广义的部落集合。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退潮，卡扎菲为维持个
人权威只能更为依赖部落的认同纽带提供支持。随着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国际石油价格下跌，利比亚
经济发展受挫，卡扎菲建立在政绩基础之上的民族主义动员难以为继，部落主义的实用地位上升。
８０年代中期利比亚国内对卡扎菲统治愈发不满，出现公开反对政权统治的迹象。⑧

（三）徘徊在“强社会”与“弱国家”之间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利比亚伊斯兰社会主义国家治理逐渐等同于卡扎菲的个人威权统治。尽

管卡扎菲试图构建一个“强国家”，但政权更为依赖“强社会”的主体———部落力量来维持统治。部
落主义成为卡扎菲政治合法性的主要支柱。由于卡扎菲国家建构的渗透性和整合力薄弱，家庭和
部落关系仍然在国家治理中深刻影响人们的观念和行为。早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的地方治理中，部
落组织就已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当地行政，“我们部落的儿子”和“我们村庄的儿子”之类的选举口
号屡见不鲜。⑨ １９９４年７月，卡扎菲宣布成立了由部落首领、族长和当地重要人士组成的人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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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社会”对抗“弱国家”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韩志斌：《利比亚伊斯兰社会主义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１２０—１２１页。
Ｊｏｈｎ Ｗｉｇｈｔ，Ｌｉｂｙａ：Ａ Ｍｏｄｅｒ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Ｌｏｎｄｏｎ：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２２，ｐｐ． ２６４ － ２６５．
〔美〕道格拉斯·Ｃ．诺思著，杭行译：《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格致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１１页。
Ｄｉｒｋ Ｖａｎｄｅｗａｌｌｅ，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Ｌｉｂｙａ，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６，ｐ． １２３．
韩志斌：《地缘政治、民族主义与利比亚国家构建》，载《历史研究》，２０１４年第４期。
〔利比亚〕穆阿迈尔·卡扎菲著：《绿皮书》，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第９９、１０３页。
〔利比亚〕穆阿迈尔·卡扎菲著：《绿皮书》，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第１０４—１０６页。
Ｄｉｒｋ Ｖａｎｄｅｗａｌｌｅ，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Ｌｉｂｙａ，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６，ｐ． １２８．
Ｄｉｒｋ Ｖａｎｄｅｗａｌｌｅ （ｅｄ．），Ｌｉｂｙａ ｓｉｎｃｅ １９６９：Ｑａｄｈａｆｉ’ｓ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Ｒｅｖｉｓｉｔｅｄ，Ｌｏｎｄｏｎ：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２００８，ｐ． ７１．



领导委员会（Ｐｅｏｐｌｅ’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①在随后的两年里，全国各地成立人民社会领
导委员会。卡扎菲赋予人民社会领导委员会的职能是防止家庭和部落成员反对政权，维持社会
稳定，负责分配国家补贴和颁布法律文件。② １９９６年３月，卡扎菲召开人民社会领导委员会全国
大会。此后，卡扎菲经常在人民社会领导委员会大会讨论国内政治问题，争取政策支持。③人民
社会领导委员会的建立和扩张，是利比亚伊斯兰社会主义历史上第一次将部落组织上升至准国
家机构，构成卡扎菲转向部落支持的正式开端。卡扎菲还将部落设计为监督、控制反对力量的
重要组织。④

随着１９９９年４月卡扎菲交出洛克比空难嫌疑人以及２００３年宣布放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国
际社会逐渐取消对利比亚的制裁，利比亚与西方国家关系逐步回暖。尽管利比亚重新融入国际社
会，但利比亚伊斯兰社会主义事实上已丧失深化改革的能力，国家建构陷入了僵局。２００３年后，利
比亚伊斯兰社会主义“弱国家”面临三大主要困难。首先是经济发展滞后。利比亚臃肿的政府部
门和国有企业无法满足人口快速增长所带来的就业需求，据估计，利比亚８０％的劳动力受雇于公
共部门，但青年的失业率高达４８． ７％。⑤ 其次是国民收入的再分配不合理，贫富差距加大。全面
实行国有化后，利比亚民众国的社会阶层分化主要源于国家财富的配置、支出差异，与卡扎菲的
关系亲疏几乎等同于财富多寡。最后是卡扎菲威权统治成为国家发展的掣肘，利比亚失去国家
改革的能力。２００６年，一度主持利比亚经济改革的总理苏卡利·加尼姆（Ｓｈｕｋｒｉ Ｇｈａｎｅｍ）被迫
下台，其私有化改革随之搁浅。此后，利比亚的改革反而催生更多的新商业寡头，试图垄断国家
经济。⑥

综上，利比亚伊斯兰社会主义建构了一个围绕卡扎菲威权统治的狭隘的政治体系，一个看似垄
断了国家经济运行实则能力低下的民众国，任何深入的改革都将不可避免地触及政治改革。可以
说，国家建构的缺失最终拖垮了利比亚国家发展进程。因此，“阿拉伯之春”的示范效应很快在利
比亚引发动荡。２０１１年２月１６日，利比亚东部地区第一大城市班加西爆发大规模抗议示威游行。
抗议浪潮迅速传递至其他城市，卡扎菲依仗的军队出现大规模溃逃的现象，⑦东部地区以惊人的速
度改旗易帜。到了２月底，利比亚东部大部分地区已落入反对派手中，后者成立了新政权全国过渡
委员会（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ｕｎｃｉｌ）。随着３月１９日北约干预利比亚，卡扎菲在战场上节节败退
沦为孤家寡人，于１０月２０日兵败身死，利比亚伊斯兰社会主义国家建构以失败而告终。

三、“强社会”对抗“弱国家”：利比亚伊斯兰社会主义国家建构失败的根源与影响
利比亚伊斯兰社会主义国家建构失败是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国家与社会关系失衡是

主要原因：经济发展滞后，政权依赖部落支持加剧了国家建构的困难，国家建构内核缺失等其他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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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则加速了卡扎菲国家建构的僵化，最终导致政权更迭。卡扎菲试图用“弱国家”治理“强社会”，
反而造成“强社会”对抗“弱国家”。

第一，利比亚国家建构未能克服“强社会”对抗“弱国家”的两难困境。利比亚伊斯兰社会主义
政权在社会基础薄弱的情况下，需要通过广泛的政治动员来增强自身并建构新兴国家，但这个过程
又对政权原有的统治基础和政权自身安全产生威胁。卡扎菲执政初期通过全面政治动员砸碎旧制
度的束缚，试图实现政权基础和政治合法性的广泛扩展。但由于卡扎菲的威权倾向和内部政策矛
盾，１９７５年革指会内部政变后，卡扎菲转向建构个人威权统治保障政权安全。此后，卡扎菲建构了
去制度化的民众国体制和加剧国家内部冲突的二元政治结构，本质上是卡扎菲政权拒绝个人权力
受到约束，从而转向了徒有其表的政治动员。可以说，卡扎菲政权选择了民粹主义和去制度化的威
权统治模式，政权的安全利益与建构现代国家的要求出现根本性矛盾。卡扎菲为了维持统治拒绝
增强国家能力，将国家治理付诸简单的协商和选举机制，又难以在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政治体系中推
动改革来应对危机，利比亚伊斯兰社会主义国家建构便趋于停滞。

第二，西方殖民者埋下祸根，利比亚伊斯兰社会主义国家建构基础薄弱。利比亚饱受西方殖民
主义侵害，意大利殖民者打断了利比亚各省多元发展的历史轨道，英国占领后也未能跨越地区边界
建立可靠的国家机构。利比亚社会呈现出多元、破碎的结构性特征，而中央集权的国家极为弱势。
正如伯纳德·刘易斯所言：西方帝国主义在２０世纪上半叶的中东奉行的是“没有责任的干涉帝国
主义，既不会建立也不会允许一个稳定和有序的政府（存在）”①。伊德里斯王朝依赖地方“强人”
的支持建立寡头统治，加上自身合法性不足，结果是以部落和城市家族为代表的地方势力组成了一
个隐形的“强社会”。伊德里斯王朝不仅未进行有效的社会整合，而且依赖通过妥协和分配国家资
源换取社会支持的恩庇体系，国家机构沦为分配石油财富的分肥场所，缺乏自我革新能力。君主制
政权因而未能给利比亚伊斯兰社会主义国家建构留下有益的遗产。

第三，利比亚伊斯兰社会主义失去了国民经济治理能力，经济发展滞后且腐败盛行。卡扎菲建
构了几乎掌控国民经济全领域的分配型经济体，但没有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国家机构和官僚队伍，效
率低下、奢侈浪费、资源配置不合理等现象十分突出。②此外，利比亚私有经济几乎被废除，经济发
展依靠碳氢工业，国民收入与国际油价高度挂钩，致使利比亚经济的抗风险能力非常低下。在
１９８２—１９８６年间，利比亚石油收入从２１０亿美元下降到５４亿美元，迫使卡扎菲在１９８７年开启了
实质是改良主义的自由化、私有化改革。③ 此外，利比亚产业结构严重失衡，轻工业发展落后，民生
用品供应不足。④ 更糟糕的是，利比亚地租经济体与卡扎菲威权统治结合产生了结构性的腐败，阻
遏国家经济改革。卡扎菲还公开奉行家族政治，安排其子女涉足利比亚各重要领域，衍生出更为腐
败的特权网络。简而言之，利比亚国家建构缺失对其经济发展造成长远的负面影响，但被短暂的高
油价所带来的繁荣一度掩盖了。在利比亚国家建构基础薄弱的前提下，汹涌的石油收入阻碍而非
促进利比亚的国家建构。

第四，部落填补利比亚伊斯兰社会主义国家建构的空缺，反而使利比亚国家建构更为困难。从
利比亚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看，代表中央集权的国家始终未能实现社会整合，部落社会传统的地区
治理模式和认同观念长期占据主导地位。一方面，利比亚部落社会较为分裂，部落传统倾向于拒绝
中央政府的权威。从部落类型看，利比亚属于平等型部落。其特点是各部落地位平等，部落首领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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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有限，主要扮演调解人角色；部落之间主要通过达成共识而不是强制命令来维持内部秩序。①平
等型部落社会具有鲜明的分裂性。利比亚各部落之间各自为政，甚至互相攻伐，加上地广人稀的地
理条件，以及长期自治的社会治理传统，利比亚的部落社会呈现结构破碎和抗拒国家的独特性。另
一方面，部落所代表的基层自治组织形式、文化认同归属乃至传统行为模式都与建构现代国家的目
标存在一定矛盾。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部落组织形式带有强烈的排他性和宗派主义色彩，②在一
定程度上消解了国家制度功效和公民身份认同。部落充当了卡扎菲国家建构滞后的“替代品”，而
卡扎菲为拉拢特定部落也不惜牺牲集体利益。民众国“弱国家”的国家治理缺陷被利比亚部落与
国家间的紧张关系进一步扩大，国家内部矛盾因此更加难以解决。

第五，利比亚伊斯兰社会主义的国家认同建构欠缺持续性和包容性，卡扎菲向部落政治文化妥
协最终损害了国家层面的共同体认同。在卡扎菲执政初期，利比亚伊斯兰社会主义一度以富有激
情的“革命民族主义”建构国家内核。卡扎菲革命赶走了残留在伊德里斯王朝的西方殖民主义势
力，实现了利比亚的独立自主，为其国家认同建构增添了革命热情。然而，卡扎菲建构国家内核的
两种思想资源，即阿拉伯民族主义和部落政治文化，存在内在张力。卡扎菲意图效仿阿拉伯民族
“黄金时代”的故事，通过对外斗争增强民族自豪感，同时借助部落纽带团结利比亚社会。但是利
比亚的客观国力不支持卡扎菲实现其梦想。卡扎菲政权陷入更为激烈的内外矛盾后，为巩固其政
治合法性，最终选择挖掘部落政治文化的潜力。这对于建构国家层次的共同体认同造成两方面的
负面影响。一方面，卡扎菲的“强人政治”充满任人唯亲和裙带关系色彩，并未树立真正的超越部
落忠诚边界的国家认同。卡扎菲重塑传统的部落政治文化，并试图使之近似于国家认同，结果反而
使利比亚的民族主义思潮庸俗化为变种的部落主义。另一方面，卡扎菲将部落价值体系奉为圭臬，
实践中通过政治权力和国家资源的再分配拉拢亲近的部落。利比亚社会因此被撕裂为支持卡扎菲
政权的部落群体和反对卡扎菲政权的部落群体。可以说，卡扎菲政权牺牲了利比亚国家层次的凝
聚力，选择个人领袖崇拜和传统价值观念填充国家内核。这是卡扎菲在中东剧变中快速失去政治
合法性的根本原因之一。

利比亚伊斯兰社会主义失败的国家建构给后卡扎菲时期利比亚国家的重建带来诸多的负
面影响。

第一，长期去制度化的国家建构使得后卡扎菲时代的利比亚缺失一个相对健全的国家制度体
系。无论是政府部门、官僚系统、司法体系等国家职能机构，还是警察、军队等国家暴力机关都必须
重建。这使后卡扎菲时代的利比亚国家建构面临更为复杂的内部矛盾。

第二，中央权威缺失，非国家行为体横行。卡扎菲统治时期利比亚地方高度自治，以家庭、社区
和部落为代表的地方共同体几乎主导了本地区的国家治理机制。卡扎菲政权倒台后，利比亚的政
治和安全真空强化了地方自治机制。在中央权威衰弱的背景下，部落武装和城市政治兴起，利比亚
社会被多个地方“强人”主导的利益集团分裂。③ 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自下而上的“再部落化”，
并推动部落成为后卡扎菲时期利比亚主要的非国家行为体之一。④

第三，卡扎菲还留下强大的地方恩庇体系，削弱了利比亚建立强力中央权威的可能性。利比亚
伊斯兰社会主义的国家建构总体上增强而非削弱了传统社会组织在政治参与中的作用。后卡扎菲
时期利比亚出现的多重治理危机迫使部分利比亚人转向地方的部落、社区和族裔群体寻求庇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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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地方割据局面形成的经济、社会基础。利比亚好似又回到了建国初期被迫接受现存恩庇体系
维护政权统治的窘境，而这也几乎决定性地塑造了后卡扎菲时期利比亚“弱国家”的开端。①

四、结 语
国家建构是困扰中东多个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普遍难题。中东剧变以来，利比亚、也门、叙利亚、

埃及等国家发生政治动荡，出现现代化发展倒退的现象。当今中东国家在国家建构过程中面临的
多重困难，根源在于外源性的现代国家与本土的传统社会之间的矛盾冲突。从历史社会学的角度
看，中东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立足于具有多样性和差异性的历史过程。探寻二者博弈的历史过
程，挖掘一国国家建构的独特性并阐释其普遍性，是有助于回答“中东之问”的重要命题。

对于大多数中东国家而言，现代国家诞生之初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特征，规制了一国国家建构
的发展和转型方向。利比亚现代国家源于联合国“制造”，传统社会变革相对缓慢，属于典型的“强
社会”塑造“弱国家”。在利比亚这一多文明竞逐的战略要地，以血缘为纽带的社会组织享有稳固
的社会权力和自治地位，国家的中央权威长期缺失。这不仅塑造了利比亚多元、破碎的社会结构，
而且还造成了利比亚现代国家建构要解决的两大核心难题：一是拓展政权基础的社会来源，增强国
家的合法性；二是合理配置以石油收入为核心的国家资源，实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

利比亚自独立以来的两个国家政权都未能解决国家建构的难题。利比亚伊德里斯王朝缺乏系
统性的国家建构，其特点是政权长期维持低水平的政治动员，国家制度几乎没有代表性，官僚体系
是社会亲属关系的延伸。这导致君主制政权不具备有效的国家治理能力，也没有容纳新兴阶层的
空间，丰沛的石油收入反而推动政权更迭。卡扎菲上台后意识到国家建构缺失的危害，曾以革命热
情发动广泛的政治动员，试图扫清旧制度，拓展政权的社会基础，却因缺乏政党组织推动革命、遭到
部落社会抵制以及爆发领导层内部政变等因素而失败。卡扎菲此后转向巩固个人威权统治，复兴
部落政治增强政权基础，挖掘部落政治文化的价值，但未能摆脱中东“强人政治”的窠臼，出现腐败
猖獗、经济发展停滞、社会矛盾尖锐等问题，最终在中东剧变中政权崩溃。

在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的视域下，利比亚伊斯兰社会主义国家建构的兴衰，阐释了利比亚“弱
国家”治理“强社会”的困局。当“弱国家”需要大规模的政治动员增强国家能力、拓展政权社会基
础来建构现代国家时，国家政权又必须经受发展了的政治动员衍生的考验，否则政权可能为了维护
统治而主动限制国家建构进程，转而向传统社会妥协，融入既得利益集团，逐渐失去改革能力和治
理能力。这是一个同时兼顾的历史进程又是对国家政权自我革新能力的考验，对于利比亚这一基
础薄弱的第三世界国家构成了长期存在的结构性挑战。正如丽萨·安德森所言：“利比亚人经常
谈到近些年的历史给他们带来的眩晕感……从赤贫到暴富，从保守的君主政体到激进的革命……
许多受过教育的利比亚人承认，这扰乱了他们对自己国家应该是什么样的认识，破坏了对未来进行
筹划和投资的努力，造成了一种犬儒主义和疏离感。”②

因此，利比亚国家建构存在鲜明的悖论。一方面，利比亚国家政权在石油经济的支撑下，借助
非正式制度和以部落为代表的社会力量维护统治，但极易造成腐败猖獗、制度失灵，损害国家治理
能力。另一方面，利比亚弱势的国家治理始终未能深度渗入多元、破碎的社会肌理中，缺失有效政
治动员的国家也不足以改变利比亚社会长期自组织、自治理的传统模式，这就迫使国家政权更为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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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既得利益集团的支持。一旦利比亚国家政权试图突破这种“强社会”对抗“弱国家”的困局，就必
然要在缺乏足够社会基础的前提下，竭力缓和增强国家能力与保障政权安全之间的张力。利比亚
国家建构破局的关键在于：建立拥有坚实基础的中央权威，在深入社会基层的政治动员中逐渐取代
地方“强人”对社会资源的控制并达成统一战线，同时国家政权在这个过程中经受住考验，实现自
我革新。总之，利比亚伊斯兰社会主义驱逐了西方殖民者在利比亚的遗留影响，收回了石油主权，
践行了独特的政治实验，在利比亚历史进程中留下浓重一笔。尽管利比亚伊斯兰社会主义国家建
构失败了，但仍对利比亚国家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由于“强社会”对抗“弱国家”的国家形态底
色，利比亚距离实现长治久安的国家建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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